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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儿童第三方 

干预偏好的发展及内在动机* 

朱娜平  张  霞  周  杰  李燕芳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875) 

摘  要  第三方干预是维系群体合作的有效手段。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 考察 4~11 岁儿童在“不贡献劳动”与“不贡

献物质”两种违反合作规范的情境下, 对“搭便车”行为(指个体在不付出成本的情况下享受他人贡献带来的收益)的

道德评价、愤怒情绪、干预偏好及内在动机。结果发现: (1)儿童普遍对“搭便车”行为持消极评价, 并表现出愤怒情

绪; (2) 4 岁起儿童就能够实施干预, 且随年龄增长表现出从奖励合作者逐渐转向惩罚“搭便车者”的干预偏好, 转折

年龄分别在 6 岁左右(不贡献劳动)和 8 岁左右(不贡献物质); (3)儿童奖励合作者的内在动机表现为道义动机与结果

动机并存, 而惩罚“搭便车者”的内在动机则由两种动机并存逐渐发展为在 6 岁以后以结果动机为主。研究表明, 儿

童早期已经能够对合作规范违反行为做出道德判断和第三方干预行为, 干预策略呈现从奖励积极到惩罚消极的跨

情境稳定性, 但两种干预方式的内在动机具有特异性。 

关键词  群体合作, 规范违反, 第三方干预, 内在动机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孟子曰: “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人类社会的

进步和发展需要社会规范的约束。对于现实生活中

出现的各种违规行为, 除了直接受害者作为第二方

进行干预外, 一些利益无关的旁观者在发现他人违

背社会规范时, 即使事不关己或代价高昂, 也会自

发干预来维护社会规范, 这被称为第三方干预行为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主 要 包 括 第 三 方 惩 罚

(third-party punishment) 和 第 三 方 补 偿 (third-party 

compensation)两种表现形式, 即利益无关的第三方

愿意付出代价, 对违规者做出惩罚(Fehr & Gächter, 

2002; Fehr & Fischbacher, 2004)或对受害者进行补

偿(Leliveld et al., 2012; Lotz et al., 2011)。作为人类

社会的核心特征, 第三方干预是个体道德规范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 是社会规范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关键

力量, 对整个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进化意义(Fehr & 

Williams, 2018)。 

第三方干预行为的发生发展是儿童公平概念

和合作意识发展的重要内容。已有关于儿童第三方

干预行为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违反资源公平分配或

损害他人物品等道德规范情境, 且以第三方惩罚行

为为主 (Geraci & Surian, 2021; McAuliffe et al., 

2015)。作为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 合作

同样需要合作者之间共同遵守相应的规范, 特别是

群体合作, 比如儿童常常经历的小组学习、打扫卫

生、体育比赛等集体活动, 都需要群体内的每个成

员为实现共同目标积极贡献、履行承诺、公平分配

合作所得, 从而来保证合作活动的持续进行。但是, 

自私自利的动机有时会促使某些成员做出违反合

作规范的行为, 从而在合作活动中出现“搭便车者”, 

即不愿意付出成本却享受群体利益的人 (Ker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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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un, 1983)。作为利益无关的第三方, 对“搭便车

者”进行惩罚或对合作者进行补偿, 不仅可以在事

后有效维护合作规范, 也可以在事前提高群体成员

间的合作概率, 是群体合作得以维持的关键因素。 

1.1  儿童第三方干预行为的偏好及发展 

儿童自身的干预行为能够直接地反应其规范

执行的愿望和倾向, 是儿童规范意识发展的外化表

现, 也是社会合作持续稳定开展的重要保障。已有

较多研究通过情境实验考察了儿童早期的第三方

干预行为, 规范违反情境涉及从“损坏他人物品”或

“伤害他人”的道德违规到“资源分配不公”的公平规

范违反等(Riedl et al., 2015; Vaish et al., 2011)。例如, 

基于损坏他人物品的道德规范违反情境, 研究者发

现当看到他人的违规行为(如损坏或窃取他人物品)

时, 学前儿童可以通过剥夺积极资源(如参与有趣

活动的机会)或分配消极资源(如难吃的食物)来惩

罚那些破坏他人物品的人(Kenward & Östh., 2015; 

Yudkin et al., 2020); 基于公平规范的第三方干预行

为研究发现, 儿童从 6 岁开始愿意付出有价值的资

源(如糖果)去惩罚做出不公平分配的人(McAuliffe 

et al., 2015; Lee & Warneken, 2022; Salali et al., 

2015)。以上研究主要关注儿童对违规者的第三方惩

罚行为, 但是, 面对规范违反行为, 惩罚违规者并非

唯一的干预方式。近年来, 部分研究开始关注惩罚以

外的替代性干预措施 , 比如帮助、补偿受害者等

(McAuliffe et al., 2025; Lee et al., 2022; Ziv et al., 

2021; Lee & Warneken, 2020), 并特别关注第三方

惩罚和第三方补偿的对比。但是, 这些研究多从认

知层面考察儿童对惩罚违规者和补偿受害者的评

价。比如, 在资源不公平分配的违规情境中, 相较

惩罚违规者, 5~9 岁儿童作为第四方会表示更加喜

欢帮助受害者的干预行为, 也更喜欢帮助者(Lee & 

Warneken, 2020); 在违反公共卫生规范的情境中 , 

4~7 岁儿童对“提供口罩”等补偿性干预的评价显著

高于“排斥违规者”等惩罚性干预(Lee et al., 2022)。

这表明儿童在认知层面已形成对补偿性干预的相

对偏好, 体现出对违规情境中受害者权益的关注。 

然而, 当考察儿童作为第三方如何实施干预行

为时, 其在不同规范违反情境中的干预表现则与认

知评价相矛盾。例如, 在侵犯他人物品所有权的道

德违规情境下, 与惩罚违规者相比, 4~6 岁儿童更

倾向于补偿受害者(Riedl et al., 2015; Yang et al., 

2021), 但是 7~11 岁儿童却普遍选择惩罚违规者

(Arini et al., 2023); 在资源不公平分配情景中, 6~9

岁儿童作为第三方决策者在“惩罚违规者(拿走他们

所有的资源)”, “补偿受害者(确保违规者和受害者

拥有相同数量的资源)”和“什么也不做”中进行选择

时 , 会更多地倾向选择惩罚违规者 (McAuliffe & 

Dunham, 2021)。有关惩罚和补偿的神经机制研究进

一步揭示, 与补偿受害者相比, 惩罚行为更多激活

奖赏相关区域(Stallen et al., 2018), 这表明两种干

预方式可能具有不同的生理基础。综合以上, 尽管

儿童在认知评价上对补偿受害者已表现出一致的

积极偏好, 但是在实际的干预行为表现方面却可能

因违规情境和被试年龄不同而有所不同。 

此外, 相较于其他违规行为, “搭便车”行为具

有显著的特殊性。其一, 识别难度更高: 由于不涉

及直接冲突或明显损害, 且依赖对合作全程的动态

观察才能判定; 其二, 受害者模糊化: 该行为损害

的是整个合作体系的公平性, 难以界定具体受害者; 

其三, 规则隐性化: 其违反的并非明文规定, 而是

基于社会共识的协作默契(Gray et al., 2012)。这些

特性使得“搭便车”行为的干预需调动更复杂的认

知与社会技能, 对儿童社会规范内化水平提出了更

高的挑战。但是, 目前仅有的 1 篇研究是由 Yang

等人(2018)以 4~5 岁和 9~10 岁儿童为研究对象, 通

过公共物品博弈范式, 考察儿童作为第三方在群体

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对“搭便车者”的评价和惩罚, 

结果发现 4 岁儿童作为第三方能够消极评价并惩罚

“搭便车者”。这表明从生命早期开始, 儿童就持有

并执行一种规范的期望, 即个人本质上有义务为共

同利益做出贡献。与此同时, 这一研究也通过一个

探索性的实验发现相较惩罚合作者, 儿童会更多惩

罚“搭便车者”; 相较奖励合作者, 儿童会更少奖励

“搭便车者”。这一结果说明在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

境中, 儿童并非只关注“搭便车者”, 同时也会关注

群体中的合作者, 即对合作者进行奖励。但是, 研

究者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相较奖励和惩罚合作者, 

儿童对“搭便车者”的奖励和惩罚程度是否不同, 重

点在于通过比较儿童对合作者的行为反应, 突出儿

童对“搭便车者”的行为反应。因此, 研究结果并不

能完全充分地说明在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儿

童第三方干预的本质偏好究竟是奖励合作者还是

惩罚“搭便车者”。与此同时, 一项来自成人研究的

元分析结果表明, 奖励和惩罚同样对合作具有重要

的积极影响(Balliet et al., 2011), 奖励作为规范违

反行为的另一种干预方式, 与惩罚可能引发报复、

破坏社会关系相比, 对社会发展能够产生更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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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此, 同时关注儿童对奖励或惩罚两种不同

干预行为的偏好, 将有助于更全面地揭示儿童在群

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第三方干预行为的本质特

点, 明晰儿童在维护群体合作规范时所采取的不同

策略及其背后的心理因素。同时, 这也将为理解儿

童在“非透明道德后果”的现实情境中如何执行规

范提供独特视角。综上, 本研究将突破已有研究过

多关注公平规范或道德规范违反情境、过多聚焦第

三方惩罚的局限, 在群体合作视角下基于群体合作

规范违反这一更具生态性的情境, 综合考察儿童作

为第三方在面对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时, 对奖励或惩

罚不同类型干预行为的内在偏好及发展特点。 

1.2  儿童第三方干预行为的内在动机 

从表面上看, 第三方干预行为不仅不能给自己

带来直接利益, 还可能招致违规者的报复, 这似乎

是“费力不讨好”的表现。但是, 即使付出代价, 人

们依旧愿意实施第三方干预行为。那么驱使个体做

出第三方干预行为的内在动机是什么呢？近年来, 

研究者对第三方干预行为的内在动机进行了探讨。

正义哲学论(philosophical theories of justice)提出, 

正义行为的产生主要受到两种动机的驱使: 一种是

道义动机(deontological motivation), 即人们认为这

些行为符合某种内在的道德法则、规范或原则(比

如, 遵守规范的人应该受到奖励; 犯错的人应该受

到惩罚等), 而不考虑行为可能带来的个人利益或

其 他 后 果 (Kant, 1952); 另 一 种 是 结 果 动 机

(consequentialist motivation), 即关注行为产生的结

果或后果(比如, 惩罚犯错的人是希望其以后不再

犯错, 奖励遵守规范的人是希望其以后能够继续遵

守规范), 即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好的结果

或避免某种坏的结果(Vidmar & Miller, 1980)。 

已有一些研究关注了儿童第三方惩罚行为的

内在动机, 但目前关于惩罚背后主导动机的争论尚

未取得一致结论。报复性假说(retributive hypothesis)

认为, 惩罚旨在恢复道德平衡, 并对违法者的不当

行为进行报复(Carlsmith et al., 2002), 这一假说只

关注纠正造成的伤害, 而不考虑惩罚后的未来发展, 

是 一 种 过 去 导 向 (backward-oriented) 的 行 为

(Carlsmith, 2006)。比如, 有研究发现, 儿童早期就

更愿意看到那些对他人做了坏事的人倒霉(Hamlin 

et al., 2011), 表现出希望违规者受到惩罚的欲望, 

这符合正义哲学论中“道义动机”的观点。威摄性假

说(deterrence hypothesis)认为, 惩罚旨在防止未来

的不当行为 , 是一种未来导向(forward-oriented)的

行为(Fehr & Fischbacher, 2004)。相对应的研究发现, 

在违反公平分配规范的情境下, 5~11 儿童采取第三

方惩罚行为主要是为了恢复公平和威慑违规者, 而

不是为了报复违规者(Arini et al., 2021), 这符合正

义哲学论中“结果动机”的观点。另外, 还有观点认

为 , 儿童是“天真的多元主义者(naive pluralists)”, 

他们具有类似成人的惩罚动机表现形式, 即道义动

机和结果动机在儿童生命早期的惩罚行为中同时

存在(Crockett et al., 2014; Marshall et al., 2021)。比

如, Marshall 等人(2021)让 5~7 岁儿童在“惩罚仅是

对违规者施加伤害”以满足道义动机的情境或“惩

罚仅是通过教训违规者以后不再这样做”以满足结

果动机的情境中来惩罚违规者, 考察儿童是否与成

人一样同时存在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结果发现, 

在两种情境中儿童的惩罚没有差异且不存在年龄

效应, 这说明儿童第三方惩罚行为背后的动机表现

并非唯一, 而是同时存在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综

合表明, 截至目前, 关于儿童作为第三方对违规者

进行惩罚行为背后的动机表现依旧存在争议, 我们

不清楚儿童在进行第三方惩罚时, 其行为背后的动

机表现究竟是道义动机占主导还是结果动机占主

导, 抑或二者同时存在。 

此外, 第三方惩罚和第三方补偿作为第三方干

预行为的一体两面, 尽管指向的对象不同, 但二者

行为背后的动机可能是相似的。在涉及“损坏他人

物品”的道德违规和“资源分配不公”的公平规范违

规情境中, 研究者认为补偿受害者是出于一种恢复

性动机(restorative motivation), 即为了恢复受害者

的 损 失 , 保 证 受 害 者 的 应 得 性 (McAuliffe & 

Dunham, 2021), 这符合“道义动机”的观点。在群体

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 尽管并不涉及受害者(合作

者)的损失 , 但需要给予合作者更多合作所得 , 以

保证其在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的应得性 (道义动

机)。同时, 根据正义哲学论的观点, 给予合作者更

多合作所得也可能是为了让合作者以后继续保持

合作行为(结果动机)。因此, 在群体合作规范违反

情境中, 当儿童作为第三方, 给予合作者更多合作

所得时, 其背后的动机可能是出于道义动机, 也可

能是出于结果动机, 还可能是两种动机同时存在。

然而, 目前针对第三方补偿行为的动机研究相对较

少, 尚未有研究考察人们干预遵守规范一方背后的

内在动机表现究竟如何。综合以上, 基于群体合作

规范违反情境, 探讨儿童惩罚搭便车者或者奖励合

作者背后动机的异同及发展特点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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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当前研究 

在现代社会, 合作能力不仅是儿童融入学校集

体生活的核心素养, 更是其适应未来社会的关键能

力。群体合作目标的实现, 依赖于成员对合作规范

的共同遵循, 而“搭便车”行为作为群体合作规范违

反的典型形式, 与传统道德违规行为存在本质差异

(Gray et al., 2012)。“搭便车”行为涉及多方协作中

的隐性规则, 且缺乏明确的受害者, 这使得此类行

为的识别与干预更具复杂性。对儿童而言, 从第三

方视角精准识别“搭便车者”, 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 

是其社会规范内化与道德行为发展的重要标志。然

而, 已有关于儿童第三方干预行为的研究存在显著

局限性: 具体包括多聚焦于个体间资源分配冲突, 

对群体合作场景下的规范违反情境关注不足; 研究

视角集中于惩罚行为, 忽视了奖励、补偿等多元干

预方式的发展特点; 对不同干预行为背后的内在动

机机制缺乏系统性探讨等。此外, 已有研究多选择

某一或某两个年龄阶段, 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儿童第

三方干预行为的差异 , 限制了对于这一行为的发

生、发展轨迹的描绘(Yang et al., 2018)。本研究将

选取 4~11 岁儿童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广域的年龄

覆盖清晰地描绘儿童第三方干预行为的发生、发展

的轨迹及其关键的转折年龄。选择这一年龄阶段, 

一方面是因为 Yang 等人(2018)发现 4 岁儿童已具备

消极评价和制裁“搭便车者”的能力, 另一方面, 根

据皮亚杰的道德发展阶段论(Piaget, 1932), 4~11 岁

是儿童规范意识和规范内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可以

覆盖从初步社会认知到较为成熟的道德判断的发

展过程, 并且有研究者认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 到

童年中期, 儿童基本能够发展出类似成人的干预行

为(Warneken, 2018)。 

综合以上, 本研究立足于违反群体合作规范的

独特情境, 聚焦“搭便车行为”, 创设高度贴合儿童

生活实际的生态情境, 系统性地探究儿童作为第三

方对“搭便车行为”的认知评价和情绪反应、干预偏

好及其背后的动机驱动。通过构建从“现象观察”到

“机制解析”的完整研究链条, 具体考察以下两个问

题: 1)在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 4~11 岁儿童对“搭便

车者”的道德评价、愤怒情绪以及干预行为偏好的发展

特点; 2)儿童作为第三方, 惩罚“搭便车者”或奖励合作

者背后的内在动机表现以及存在的共性或特异性。 

规范习得理论(norm acquisition theory)为提出

上述问题的研究假设提供了支撑, 该理论认为, 随

着年龄增长, 儿童将从早期社会规范的“追随者”逐

渐发展为社会规范的“执行者” (Schmidt et al., 2012; 

Rakoczy & Schmidt, 2013; Hardecker & Tomasello, 

2017; House et al., 2020a), 比如, 对他人的违规行

为 表 现 出 负 面 情 绪 或 不 赞 成 (Hardecker et al., 

2016)。以往涉及公平规范或道德规范违反的研究

也同样发现, 当同时关注第三方惩罚和第三方补偿

行为时, 相较补偿受害者, 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作

为 第 三 方 会 对 违 规 者 表 现 出 更 多 的 惩 罚 行 为

(McAuliffe & Dunham, 2021)。基于此, 提出研究假

设 1: 面对群体合作规范违反行为时, 儿童会对“搭

便车”行为进行消极的道德评价和表现出较强的愤

怒情绪, 同时随着年龄增长, 相较奖励合作者, 儿

童可能会更多地惩罚“搭便车者”。此外, 由于当前

有关儿童第三方惩罚行为背后的内在动机表现尚

且存在争议, 并且未有研究关注儿童第三方补偿行

为背后的内在动机表现。因此, 针对研究问题 2 提

出如下探索性假设: 面对合作规范违反行为时, 儿

童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或对合作者进行奖励背后

的内在动机表现可能是相同的, 也可能具有对应行

为的特异性。研究设计了两个实验解决上述两个研

究问题: 实验 1 基于儿童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

“小组打扫卫生”的合作任务, 考察儿童作为第三方, 

在面对合作规范违反行为时对“搭便车”行为的道

德评价、愤怒情绪以及干预行为偏好的发展特点; 

在实验 1 的基础之上, 实验 2 将贡献劳动的群体合

作情境拓展至贡献物质的群体合作情境, 进一步验

证实验 1 的结果发现。此外, 实验 2 也将进一步探

究儿童不同类型干预行为背后的内在动机表现以

及如何发展这一问题。 

以上问题的解决将揭示儿童对于奖励与惩罚

两种不同干预策略的偏好及发展轨迹, 丰富不同违

规情境下儿童第三方干预行为的研究, 为理解儿童

社会规范内化与道德行为的发展、乃至理解人类合

作行为的演化机制提供重要实证依据。此外, 研究

结果将有助于教育工作者把握儿童规范执行的行

为模式, 为设计科学的行为监督机制与正向激励策

略提供依据, 进而促进儿童合作行为的培养与社会

适应能力的提升。 

2  实验 1: 不贡献劳动的群体合作情
境下儿童第三方干预偏好的发展 

2.1  被试 

从北京市一所普通幼儿园和一所普通小学中

招募 141 名 4~11 岁儿童(70 名男生, 年龄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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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11.96 岁, Mage = 8.02 ± 2.30 岁)。使用 G*Power 

3.1.9 进行事后功效分析(Faul et al., 2009), 在样本

量为 141 和 α = 0.05 的情况下, 以年龄为自变量进

行线性回归分析达到中等效应(Effect size f 2 = 0.15)

的 power 值为 99.50%。本研究所有实验内容已通

过北京师范大学的伦理审核, 并在实验前获得了儿

童所在学校的老师和家长的知情同意以及儿童本

人的口头同意。 

2.2  实验材料与实验程序 

实验正式开始前对主试进行培训, 使其熟悉实

验流程。正式实验是由主试在安静的房间内一对一

进行, 整个实验过程持续 5~7 分钟左右。实验程序

具体包括两个阶段:  

(1)故事情境介绍阶段 

主试向被试介绍群体合作规范违反的情境故

事(如图 1 所示), 并进行操纵检验。“小红、小黄和

小蓝是一个小组, 他/她们要一起将教室里的垃圾清理

干净。其中, 小黄和小蓝在认真清理垃圾, 而小红却在

旁边玩球, 没有和小黄、小蓝一起清理垃圾。最后, 教

室清理干净了, 他们每人都获得了 1 朵小红花。”故

事结束后询问被试三个问题, 以确定其是否理解故

事情境: (1) “哪个小朋友在玩球而没有清理垃圾?” 

(2) “哪两个小朋友清理了垃圾？” (3) “小红、小黄和

小蓝每个人得到了几朵小红花？”如果被试回答正

确, 则进入下一阶段, 否则重复故事, 直至被试回

答正确。若三次均回答错误, 则结束实验。在此次

实验中, 所有被试均正确通过了操纵检验问题。 

(2)测试阶段 

测试被试对故事情境中“搭便车”行为的道德

评价、愤怒情绪以及干预行为偏好。 

道德评价 : 询问儿童 “小红这样做好还是不

好？”, 儿童回答“好”或者“不好”后 , 进一步评价

“好”或“不好”的程度。主试根据儿童的回答从“非常

不好”到“非常好”进行 1~6 分编码。 

愤怒情绪: 询问儿童“看到小红这样做时 , 你

有多生气呢？”。主试根据儿童的回答从“没有生

气”到“非常生气”进行 1~5 分编码。 

干预偏好: 请儿童从“多给小黄和小蓝每人 1

朵小红花” (奖励)、“拿走小红的这 1 朵小红花” (惩

罚), 或“什么都不做, 他们还是每人 1 朵小红花” 

(不干预)三种方式中选择自己最倾向的一种。其中, 

奖励和惩罚这两种干预行为的呈现顺序在被试间

进行平衡。 

2.3  数据分析方法 

基于 R 和 RStudio (4.4.2)对儿童“搭便车”行为

的道德评价和愤怒情绪分别进行一般线性回归分

析, 对儿童面对“搭便车”行为是否实施干预以及干

预行为偏好分别进行广义线性回归分析 , 并基于

ggplot2 包(Wickham, 2009)作图。初步分析发现, 性

别和奖惩呈现顺序在所构建的模型中主效应均不

显著(ps > 0.05), 因此正式数据分析主要关注年龄

效应。 

2.4  结果 

以年龄为自变量 , 分别以儿童对“搭便车”行

为的道德评价和愤怒情绪为因变量 , 进行一般线

性回归分析 , 考察儿童在这两个变量上的年龄发

展特点。结果发现, 在道德评价上, 年龄主效应显

著, β = −0.26, SE = 0.02, t(140) = −3.18, p = 0.003, 

即儿童对“搭便车”行为的道德评价随年龄增长愈

发消极(见图 2a)。在愤怒情绪上, 年龄主效应同样

显著, β = 0.22, SE = 0.05, t(140) = 2.70, p = 0.014, 

即儿童对“搭便车”行为的愤怒程度随年龄增长而

增加(见图 2b)。 

在干预行为上, 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 各年龄

段儿童选择干预的比例在 82.35%到 100%之间, 平

均值为 93.62%, 仅有 6.38%的儿童选择“不干预” 

(详见表 1)。进一步以年龄为自变量, 儿童是否实施

干预(不干预 = 0, 干预[奖励或惩罚] = 1)为因变量进行

广义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年龄主效应不显著, β = 

0.97, SE = 0.15, z = −0.08, p = 0.94, 即儿童作为第

三方对“搭便车”实施干预的行为在各年龄间差异

不显著。由此可见, 在群体合作情境中, 面对合作

规范违反行为, 4 岁及以上儿童作为第三方对“搭便

车”行为已经普遍能够实施干预。 
 

 
 

图 1  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示意图(贡献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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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儿童对“搭便车”行为的(a)道德评价和(b)愤怒情绪 
 

表 1  贡献劳动的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儿童干 

预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年龄(岁) 
干预 

不干预 
奖励 惩罚 

4 11(61.11) 6(33.33) 1(5.56) 

5 5(33.33) 8(53.33) 2(13.33) 

6 9(50.00) 8(44.44) 1(5.56) 

7 6(33.33) 12(66.67) 0(0.00) 

8 4(22.22) 13(72.22) 1(5.56) 

9 2(10.53) 16(84.21) 1(5.26) 

10 1(5.56) 17(94.44) 0(0.00) 

11 0(0.00) 14(82.35) 3(17.65) 

合计 38(26.95) 94(66.67) 9(6.38) 

 

为进一步考察儿童对“搭便车”行为实施奖励

或惩罚的干预偏好的年龄发展特点。以年龄为自变

量, 以儿童奖励合作者或惩罚“搭便车者”为因变量

(奖励 = 0, 惩罚 = 1), 进行广义线性回归分析。结

果发现, 年龄主效应显著, β = 3.10, SE = 0.18, z = 

4.59, p < 0.001, 即随着年龄增长, 相较选择奖励合

作者, 儿童逐渐倾向于选择惩罚“搭便车者” (见图

3a)。同时, 采用 Johnson-Neyman 技术(Johnson & 

Fay, 1950)来确定儿童从选择奖励合作者到惩罚“搭

便车者”的年龄转折点。结果发现, 在 5.51 岁之前, 

儿童更多地选择对合作者进行奖励; 而在 5.67 岁

之后, 则更多地选择惩罚“搭便车者” (见图 3b)。 

2.5  小结 

实验 1 结果发现, 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对群体

合作情境中“搭便车”行为的道德评价更加消极, 愤

怒情绪也相应增强。在是否干预方面, 即使是 4 岁

儿童面对群体合作规范违反行为也普遍能够实施

第三方干预。在干预偏好方面, 随着年龄增长, 儿

童表现出从偏好奖励合作者转向惩罚“搭便车者”

的趋势: 在 5.51 岁之前, 儿童更加偏好奖励合作者, 

而 5.67 岁之后, 儿童则会更多地选择惩罚“搭便车

者”。这些结果表明, 在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 

即使 5 岁之前的儿童对“搭便车”行为产生了消极的

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 但其依旧倾向以积极的方式

(即奖励合作者)来维护合作关系; 而随着年龄增加, 

在 6 岁左右, 儿童则意识到惩罚对维护合作规范的

重要性, 倾向惩罚“搭便车者”。这一发展趋势反映

了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从自我中心的思维模

式向更具社会责任感和规则意识的思维模式转变,

为进一步探究儿童社会认知和道德发展的内在机

制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 这也反映出 5~6 岁之间 
 

 
 

图 3  儿童对奖励或惩罚两种干预行为的偏好(a)发展情况及(b)年龄转折点 
注: 彩图见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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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没有表现出对奖励合作者和惩罚搭便车者

的明显偏好。这可能是因为这一阶段儿童正处于

社 会 规 范 习 得 和 内 化 发 展 的 转 折 阶 段 (Wörle & 

Paulus, 2017), 他们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 从父母

和幼儿园老师那里得到更多积极的反馈 , 儿童通

过观察和模仿习得这些经验 , 从而在干预行为上

表 现 出 奖 励 合 作 者 的 倾 向 (Bandura & Huston, 

1961); 同时, 随着对社会规范的习得和内化发展, 

儿童也可能认识到“搭便车”是对群体不利的行为, 

应该通过惩罚来避免此类行为的发生(Delton et al., 

2012), 从而表现出惩罚“搭便车者”的倾向。两种

倾向共同存在 , 使得该阶段儿童难以在奖励和惩

罚之间形成明显偏好 , 进而表现为两种干预方式

并存的特点。 

然而, 实验 1 的群体合作是基于共同劳动的情

境, 现实生活中合作通常是多种多样的, 可能涉及

贡献物质、贡献时间等不同情境。结合以往研究

(Yang et al., 2018)以及儿童的日常生活, 相较贡献

时间, 贡献物质的合作情境更为常见。因此, 实验 2

将创设贡献物质的群体合作情境, 进一步验证实验

1 结果的跨情境稳定性。同时, 在实验 1 中, 群体合

作 活 动 中 合 作 者 与 搭 便 车 者 之 间 的 人 数 比 例 为

3 : 1, 这相应地引发了一个问题: 儿童可能会因群

体中多数人是遵守规范者 , 就单纯地更喜欢多数

人而做出奖励多数人或惩罚少数人的干预行为 , 

而非单纯基于“搭便车”或合作行为本身进行决策。

为排除这一潜在干扰因素, 实验 2 将合作者和搭

便车者的人数比例调整为 2:2。此外, 在了解儿童

不同干预偏好发展特点基础上 , 深入探讨儿童不

同干预偏好背后的内在动机更有助于揭示儿童道

德判断和行为决策的核心机制。因此 , 在实验 1

结果的基础上, 实验 2 也将进一步探讨儿童在群

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不同干预偏好背后的内在

动机及发展变化。 

3  实验 2: 不贡献物质的群体合作
情境下儿童第三方干预偏好的发
展及内在动机 

3.1  被试 

从北京市的一所普通幼儿园和一所普通小学

中, 另外招募 125 名 4~11 岁儿童(63 名男生, 年龄

范围为 4.34~11.68 岁, Mage = 8.01 ± 2.31 岁)。使用

G*Power 3.1.9 进行事后功效分析(Faul et al., 2009), 

在样本量为 125 和 α = 0.05 的情况下, 以年龄为自

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达到中等效应(Effect size 

f 2 = 0.15)的 power 值为 99.0%。所有实验内容已通

过北京师范大学的伦理审核, 并在实验前获得了儿

童所在学校的老师和家长的知情同意以及儿童本

人的口头同意。 

3.2  实验材料与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与实验 1 基本一致, 具体包括故事情

境介绍阶段和测试阶段。整个实验过程大概 7~10

分钟。 

(1)故事情境介绍阶段 

主试向被试介绍故事情境(如图 4 所示), 并进

行操纵检验。主试告知被试, 将金币投入魔法罐将

会获得更多的金币, 比如投进去 1 个金币, 魔法罐

会变出 2 个金币。“小红、小绿、小黄和小蓝他们

每个人都有 1 个金币, 他们想一起获得更多的金

币。小红和小绿把各自的金币投进了魔法罐, 小黄

和小蓝却把自己的金币藏了起来 , 没有投进魔法

罐。最后, 小红和小绿投进的 2 个金币变成了 4 个, 

他们四人每人都分得了 1 个金币。”故事结束后询

问被试两个问题, 检测其是否能够理解故事情境: 

(1) “谁把金币投到魔法罐里了？谁没有把金币投

到魔法罐里？” (2) “他们每人获得了几个金币？”

如果被试回答正确, 则进行下一阶段, 否则重复故

事, 直至被试回答正确。若三次均回答错误, 则结 

 

 
 

图 4  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示意图(贡献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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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实验。在此次实验中, 所有被试均正确通过了操

纵检验问题。 

(2)测试阶段 

测试被试对故事情境中“搭便车”行为的道德

评价、愤怒情绪、干预偏好以及背后的内在动机。

其中, 道德评价和愤怒情绪的测查与实验 1 一致。

干预偏好的测查基本同实验 1, 请儿童从“再给小

红和小绿每人 1 个金币” (奖励)、“拿走小黄和小蓝

分得的金币” (惩罚)、“什么都不做” (不干预)三种方

式中选择自己最倾向的一种。奖励和惩罚两种干预

方式的先后呈现顺序在被试间平衡。 

基于 Marshall 和 McAuliffe (2024)以及 Arini

等人 (2023)的研究 , 通过认同性评价和迫选两种

方式来测查儿童干预偏好背后的内在动机表现(具

体如下)。两种动机的先后呈现顺序在被试间进行

平衡。 

认同性评价任务: 根据被试的干预偏好, 请被

试分别对两种动机的认同程度进行评分。不同干预

偏好背景下对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进行认同性评

价的指导语具体如表 2 所示。 

对于指导语中的每一个问题, 首先, 请儿童回

答“是/否”, 如果儿童回答“是”, 则进一步询问儿童

有多这样希望/觉得？圆圈越大表示程度越强。主试

根据被试选择圆圈的大小进行 1~5 分(认同程度最

低 = 1, 认同程度最高  = 5)编码 , 如果被试回答

“否”, 则记为 0 分, 表示不认同。 

迫选任务: 根据被试的干预偏好, 请被试在道

义动机和结果动机中选择更倾向的一种动机。当儿

童选择奖励合作者时, 进一步询问: “你选择…, 是

更希望小红和小绿以后能继续这样做(结果动机), 

还是更觉得小红和小绿应该得到奖励(道义动机)”。

当被试选择惩罚“搭便车者”时, 进一步询问: “你选

择…, 是更希望小黄和小蓝以后不要这样做(结果

动机), 还是更觉得小黄和小蓝应该受到惩罚(道义

动机)”。主试根据被试选择进行记录, 选择道义动

机编码为 0, 结果动机编码为 1。 

3.3  数据分析方法 

有关道德评价、愤怒情绪、干预行为和偏好的

分析与实验 1 一致。在内在动机部分, 使用一般线

性回归分析关注儿童对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的认

同性评价情况, 使用广义线性回归分析关注儿童对

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的迫选情况。 

3.4  结果 

以年龄为自变量 , 分别以儿童对“搭便车”行

为的道德评价和愤怒情绪为因变量 , 进行一般线

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 年龄主效应显著, β = 0.24, 

SE = 0.03, t(124) = 2.79, p = 0.006, 即儿童对“搭便

车 ”行 为 的 道 德 评 价 随 年 龄 增 长 愈 发 积 极 (见 图

5a)。在愤怒情绪方面, 同样发现年龄主效应显著, 

β = −0.20, SE = 0.04, t(124) = −2.23, p = 0.028, 即

儿童对“搭便车”行为的愤怒程度随年龄增长逐渐

降低(见图 5b)。 

 
表 2  认同性评价任务中结果动机和道义动机的指导语 

 奖励合作者 惩罚“搭便车者” 

结果动机 “你选择‘再给小红和小绿每人 1 个金币’, 是希望小红和小

绿以后能继续这样做吗？” 

“你选择‘拿走小黄和小蓝分得的金币’, 是希望小黄和

小蓝以后不要这样做吗？” 

道义动机 “你选择‘再给小红和小绿每人 1 个金币’, 是觉得小红和小

绿应该得到奖励吗？” 

“你选择‘拿走小黄和小蓝分得的金币’, 是觉得小黄和

小蓝应该受到惩罚吗？” 

 

 
 

图 5  儿童对“搭便车”行为的(a)道德评价和(b)愤怒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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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预行为方面,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 各年

龄段儿童选择干预的比例在 64.29%到 100%之间, 

平均值为 64.29%, 仅有 16.80%的儿童选择“不干

预” (见表 3), 这一比例显著高于不贡献劳动情境下

选择“不干预”的比例(6.38%), χ2(1, 266) = 7.19, p = 

0.007。进一步以年龄为自变量, 以儿童是否实施干

预(不干预 = 0, 干预[奖励或惩罚] = 1)为因变量, 进行广

义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 年龄主效应显著, β = 

1.77, SE = 0.14, z = 2.20, p = 0.028, 即随着年龄增

长, 儿童会更多地对“搭便车”行为实施干预。与此

同时, 4 岁儿童进行第三方干预的比例(64.29%)显

著高于“不干预”的比例(35.71%), p = 0.029, 这表明

4 岁儿童已经能够对搭便车行为实施干预。 

进一步考察儿童作为第三方对“搭便车”行为

实施奖励或惩罚干预偏好的年龄发展特点。以年龄

为自变量, 以儿童奖励合作者或惩罚“搭便车者”为

因变量(奖励 = 0, 惩罚 = 1), 进行广义线性回归

分析。结果发现, 年龄主效应显著, β = 1.78, SE = 

0.11, z = 2.74, p = 0.006, 即相较选择奖励合作者, 

随着年龄增长 , 儿童会更多选择惩罚“搭便车者” 

(见图 6a)。Johnson-Neyman 分析表明, 在 8.21 岁之

前, 儿童更多地选择对合作者进行奖励; 而在 8.22

岁之后, 则更多地选择惩罚“搭便车者” (见图 6b)。 

为考察不同干预偏好背后儿童对不同动机的

认同情况, 首先, 以年龄、干预行为(奖励 = 0, 惩

罚 = 1)和动机类型(道义动机 = 0, 结果动机 = 1)

为自变量, 以儿童对两种动机的认同得分(0~5 分)

为因变量, 进行一般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 年

龄主效应显著, β = −0.36, SE = 0.13, t(124) = −2.41, 

p = 0.017, 即随着年龄增长, 不论是奖励还是惩罚, 

儿童对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的认同程度都逐渐降

低。干预行为和动机类型的主效应、年龄和干预行

为、年龄和动机类型以及干预行为和动机类型的交

互作用均不显著(ps > 0.05)。年龄、干预行为和动

机类型三者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β = −0.47, SE = 

0.23, t(124) = −1.69, p = 0.09。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当儿童奖励合作者时, 只有年龄主效应边缘显著, β = 

−0.23, SE = 0.10, t(124) = −1.76, p = 0.08, 即随着年

龄增长, 儿童对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的认同程度都

逐渐降低(见图 7a)。而动机类型的主效应、年龄和

动机类型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 > 0.05)。当儿童

惩罚“搭便 车者”时 , 年 龄主效应边 缘显著 , β = 

−0.19, SE = 0.10, t(124) = −1.99, p = 0.05, 即随着

年龄增长 , 儿童对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的认同程

度都逐渐降低。动机类型主效应显著, β = 0.52, SE = 

0.39, t(124) = 2.77, p = 0.007, 即相较道义动机, 

儿童更加认同结果动机(见图 7b)。年龄和动机类型

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β = 0.22, SE = 0.19, t(124) = 1.19, 

p = 0.24。 

然后, 以年龄和干预行为(奖励 = 0, 惩罚 = 1)

为自变量, 以儿童不同干预偏好背后内在动机的迫

选情况(道义动机 = 0, 结果动机 = 1)为因变量 , 

进行广义线性回归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4), 

考察不同干预偏好背后儿童的主导动机。结果发现, 

年龄和干预行为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ps  > 0.05), 
 
表 3  贡献物质的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儿童干预行

为的描述性统计(%) 

年龄(岁)
干预 

不干预 
奖励 惩罚 

4 7(50.00) 2(14.29) 5(35.71) 

5 14(66.67) 5(23.81) 2(9.52) 

6 6(50.00) 2(16.67) 4(33.33) 

7 2(16.67) 6(50.00) 4(33.33) 

8 6(35.29) 8(47.06) 3(17.65) 

9 2(14.29) 10(71.43) 2(14.29) 

10 8(42.11) 11(57.89) 0(0.00) 

11 7(43.75) 8(50.00) 1(6.25) 

合计 52(41.60) 52(41.60) 21(16.80) 

 

 
 

图 6  儿童对奖励或惩罚两种干预行为的偏好(a)发展情况及(b)年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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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儿童(a)奖励合作者或(b)惩罚“搭便车者”时对两种动机的认同程度 

 
两者交互作用显著, β = 3.56, SE = 0.39, z = 2.39, p = 

0.017。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儿童在对合作者进行奖

励时, 年龄主效应不显著, β = 0.78, SE = 0.11, z = 

−0.86, p = 0.39, 即相较选择道义动机, 儿童对结果

动机的选择不随年龄发生显著变化。进一步结合图

8 可见, 儿童奖励合作者时对结果动机的选择与随

机水平无显著差异。以上结果表明, 儿童奖励合作

者的内在动机表现为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同时存

在。儿童在选择惩罚“搭便车者”时, 年龄主效应显

著, β = 2.46, SE= 0.30, z = 2.27, p = 0.023, 进一步

结合图 8 发现, 随着年龄增长, 6 岁以后的儿童更多

出于结果动机来惩罚“搭便车者”。 

3.5  小结 

实验 2 聚焦在贡献物质的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

境下, 面对“搭便车”行为时, 儿童作为第三方在道

德评价、愤怒情绪、干预偏好以及背后内在动机等

方面的表现。结果发现, 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对“搭

便车”行为的道德评价趋向积极, 愤怒情绪有所降

低, 这与实验 1 结果不同。在是否干预以及干预偏

好方面, 儿童作为第三方普遍能够对“搭便车”行为

实施干预, 干预倾向由最初偏向奖励合作者逐渐转

为惩罚“搭便车者”, 这与实验 1 的结果一致, 同时

也排除了群体中搭便车者规模的相对大小可能造

成的影响。在干预偏好背后的内在动机表现方面, 

通过认同性评价和迫选两种方式一致发现: 儿童奖

励合作者的行为表现为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并存; 

而惩罚“搭便车者”背后的动机则表现为: 6 岁之前

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并存, 而 6 岁之后, 则随年龄

增长逐渐以结果动机为主。以上这些结果表明, 儿

童在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实施第三方干预时, 

不同干预偏好背后的动机表现具有特异性。 
 
表 4  贡献物质的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儿童奖励或

惩罚的动机表现情况(%) 

年龄(岁)
奖励 惩罚 

道义动机 结果动机 道义动机 结果动机

4 3(42.86) 4(57.14) 2(100.00) 0(0.00) 

5 6(42.86) 8(57.14) 2(40.00) 3(60.00) 

6 5(83.33) 1(16.67) 0(0.00) 2(100.00)

7 1(50.00) 1(50.00) 1(16.67) 5(83.33) 

8 6(100.00) 0(0.00) 0(0.00) 8(100.00)

9 1(50.00) 1(50.00) 2(20.00) 8(80.00) 

10 5(62.50) 3(37.50) 0(0.00) 11(100.00)

11 4(57.14) 3(42.86) 1(12.50) 7(87.50) 

合计 31(59.62) 21(40.38) 8(15.38) 44(84.62)

 

 
 

图 8  儿童奖励合作者或惩罚“搭便车者”时的动机迫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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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 首次探讨了在群体合作

规范违反情境中, 4~11 岁儿童作为第三方对“搭便

车”行为的道德评价、愤怒情绪、不同干预偏好以

及内在动机的发展特点。实验 1 创设不贡献劳动的

情境, 结果发现, 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对“搭便车”

行为的道德评价逐渐更加消极, 愤怒情绪逐渐增强; 

面对“搭便车”行为, 即使是 4 岁儿童也普遍能够实

施干预, 并且随年龄增长, 表现出由偏好奖励合作

者(5.51 岁之前)转向惩罚“搭便车者” (5.67 岁之后)

的发展趋势。实验 2 创设不贡献物质的群体合作规

范违反情境验证实验 1 结果的跨情境稳定性, 并探

究儿童不同干预偏好背后的内在动机。结果发现, 

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对“搭便车”行为的道德评价趋

向积极, 愤怒情绪逐渐减弱, 这与实验 1 中儿童对

“搭便车”行为的道德评价和愤怒情绪存在相反的

发展趋势。在干预偏好方面, 与实验 1 结果一致, 儿

童同样表现出从奖励合作者(8.21 岁之前)到惩罚

“搭便车者” (8.22 岁之后)的发展趋势, 但转折年龄

有所后移。以上结果表明, 在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

境中 , 儿童作为第三方能够识别出“搭便车”行为 , 

并对其具有消极的道德评价和愤怒情绪, 同时表现

出由奖励合作者转向惩罚搭便车的干预偏好发展

趋势, 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此外, 在内在动机表

现方面, 儿童奖励合作者的行为受到道义动机和结

果动机的共同驱使, 而惩罚“搭便车者”的内在动机

则随年龄增长, 在 6 岁以后逐渐表现为以结果动机

为主, 这说明儿童不同干预偏好背后的内在动机表

现具有特异性。 

4.1  儿童对“搭便车”行为表现出消极的道德评

价和愤怒情绪 

总体上, 两个实验一致发现儿童对“搭便车”行

为普遍表现出消极的道德评价和愤怒情绪, 通过与

平均分(道德评价 1~6 点计分, 平均分为 3.5 分; 愤

怒情绪 1~5 点计分, 平均分为 3 分)的差异检验, 我们

发现实验 1 中各年龄儿童的道德评价和愤怒情绪均

显著低于平均分(t(140)道德评价 = −36.98, p 道德评价 < 0.001; 

t(140)愤怒情绪 = 5.95, p 愤怒情绪 < 0.001), 实验 2 中各年

龄儿童的道德评价显著低于平均分 (t(124)道德评价 = 

−21.83, p 道德评价 < 0.001), 愤怒情绪与平均分之间的

差异边缘显著 (t(124)愤怒情绪 = −1.71, p 愤怒情绪 = 0.09), 

这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 1, 说明至少从 4 岁开始, 

儿童就拥有了对群体合作规范的认知, 能够识别合

作中的“搭便车者”, 并对这一现象给予消极的道德

评价和产生愤怒情绪, 这与 Yang 等人(2018)的研究

结果一致。 

尽管两个情境中儿童对“搭便车”行为普遍表

现出消极的道德评价和愤怒情绪, 但在年龄发展特

点上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具体表现为: 在不贡献

劳动的情境中, 儿童对“搭便车”行为的消极评价和

愤怒情绪随年龄增长而增强, 而在不贡献物质的情

境中则有所减弱。产生这一相反的趋势, 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在不同的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 儿童

基 于 生 活 经 验 产 生 了 不 同 的 归 因 (Yucel et al., 

2022)。对于步入小学接受集体教育的学龄儿童来

说, 不参与打扫卫生等集体活动, 往往会受到来自

教师、同伴等人的指责和批评, 比如批评其没有团

队意识、对其他人不公平等。因此, 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逐渐习得在集体活动中不贡献劳动是一件消

极的事情, 从而更加趋向消极的道德评价和愤怒情

绪。但是, 对于不贡献物质这一搭便车行为, 在大

多人看来搭便车者可能是因为非常喜欢金币而不

愿意贡献出来。在日常生活中, 因喜欢而不愿意分

享或贡献的行为往往会得到父母、教师等的理解。

因此, 在儿童看来搭便车者不贡献物质是情有可原

的, 因而对搭便车者的评价自然趋于宽松。为了论

证上述推测, 我们额外测查了 20 名 7~11 岁儿童对

两种“搭便车行为”会被老师批评或被同学指责的严

厉程度的评价, 发现相较不贡献物品(M 老师批评 = 2.25; 

M 同学指责= 2.05), 儿童认为不贡献劳动会显著受到更

严厉的老师批评(M = 2.70, p = 0.041)和同学指责

(M = 2.40, p = 0.07)。进一步让儿童在两种“搭便车

行为”之间迫选出他们认为更可能被老师批评或同

学 指 责 的 行 为 , 也 同 样 发 现 , 相 比 不 贡 献 物 品

(15%), 儿童认为不贡献劳动受到老师批评或同学

指责的比例显著更高(85%, p = 0.003), 在阐述理由

时, 儿童也更多地提到了诸如“这是班集体的活动”

以及“这在学校很常见, 我们班就发生过类似的事

情, 不打扫的人就被老师批评了”等与生活经验相

关的理由。另一方面, 也可能与儿童对不同情境中

责任的认知发展不同有关。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逐

渐意识到每个人身上都拥有可以使用的权利和需

要 履 行 的 义 务 (Marshall et al., 2024; Kalish & 

Lawson, 2008)。对于步入小学接受集体教育的儿童

来说, 他们会逐渐意识到参与打扫卫生等涉及劳动

的集体活动, 是一种个体责任和义务。因而随年龄

增加, 对没有参与打扫的搭便车行为的评价更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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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愤怒。相较而言, 在物质贡献的情境中, 金币

属于个体财产, 随年龄增加, 儿童可能越来越意识

到个体具有自由支配自己物品的权力。因此, 对贡

献物质的搭便车行为越来越宽容, 其道德评价的消

极性和愤怒感也随之降低。我们也同样测查了这 20

名儿童认为哪种行为更不好以及哪种行为更可能

被理解或原谅等问题 , 结果发现相较不贡献物品

(20%), 儿童显著更认为不贡献劳动的“搭便车行

为”不好(80%, p = 0.012), 并且在阐述理由时会明

确说到“打扫卫生是班集体的活动”“这是集体行为, 

每个人都应该为集体做贡献”等涉及集体责任的理

由 ; 同时 , 相较不贡献劳动(20%), 儿童认为不贡

献物品更可能被理解或原谅的比例显著更高(80%, 

p = 0.012), 并且在阐述理由时, 也提到诸如“喜欢

分享是好的行为, 但是不喜欢分享也可以理解”“自

己的东西有权利选择不拿出来”等涉及个人权利的

理由。这些结果支持了上述两个合作情境中年长儿

童道德评价和愤怒情绪表现出差异的推测, 也表明

儿童早期对“搭便车”行为具有消极的道德评价和

愤怒情绪, 但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开始理解群体合

作活动的多样性, 对于不同情境的违规持有不同的

判断标准, 在发展趋势上存在跨情境的差异。 

4.2  儿童第三方干预偏好: 从奖励合作者转向

惩罚“搭便车者” 

首先, 在是否实施干预行为方面, 两个实验一

致发现, 即使是 4 岁儿童, 也普遍会对群体合作情

境中的“搭便车”行为实施干预, 这说明儿童早期不

仅能够识别群体合作情境中的“搭便车者”, 还会做

出奖励合作者或惩罚“搭便车者”的干预行为, 表现

了跨情境的稳定性。以往涉及不同违规情境(比如

违反合作规范、公平规范、道德规范等)的研究表

明, 3 岁儿童就能够表现出对不合作者、不公平分配

者以及违反道德规范者的惩罚行为 (Yang et al., 

2018; Kenward & Osth, 2012, 2015)。这与本研究的

结果共同表明, 儿童至少在学前阶段就已经具备识

别违规行为或违规者的能力, 并能够自发地对此进

行第三方干预。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在不贡献物质

的情境下, 选择不干预的儿童数量明显多于不贡献

劳动的情境, 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儿童的干预行为具

有一定的跨情境差异性, 这可能与儿童对不同情境

下“搭便车行为”的违反程度的认知有关, 本研究中

发现的儿童对搭便车行为的道德评价以及愤怒情

绪随年龄增长在两个情境中呈现出的相反的发展

趋势, 也间接支持了这一可能。 

其次, 与已有研究不同, 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

题是儿童第三方干预偏好的发展特点。两个实验一

致发现, 随着年龄增长, 在面对奖励积极和惩罚消

极的迫选时, 4~11 岁儿童总体表现为从奖励合作者

到惩罚“搭便车者”的发展趋势, 这表明儿童的干预

行为是存在偏好的, 且这种干预偏好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年龄发展变化。这一转折可能主要有以下两

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这可能反映了人类干预偏好

的一种先天的、自然而然地从积极转变为消极的发

展特点。年幼儿童认知发展能力较低、执行功能发

展尚不完善, 更多地依据单一原则或直觉性思维来

进行道德判断和社会决策(Berndt & Berndt, 1975; 

Walden, 1982; Zelazo et al., 2003), 比如, 已有基于

公平分配情境的研究发现 16 个月大的婴儿会自发

地奖励公平分配的个体, 但不会惩罚不公平分配的

个体(Ziv et al., 2021); 在侵犯他人物品所有权的违

规情境下, 与惩罚违规者相比, 4~6 岁儿童更倾向

于补偿受害者(Riedl et al., 2015; Yang et al., 2021)。

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认知能力不断得到完善, 开始

具备整合多种规范信息的能力, 逐渐意识到自己具

有捍卫群体公共利益的义务 (House et al., 2013; 

Yang et al., 2018), 因此, 他们可能会逐渐更多地通

过惩罚“搭便车者”来履行自身的道德义务。比如, 

在面对公平分配、身体破坏和财产伤害等道德违规

行为时, 6~11 岁儿童倾向选择惩罚违规者而不是补

偿受害者 , 且惩罚倾向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增强

(McAuliffe & Dunham, 2021; Arini et al., 2023)。另

一方面, 这一趋势还可能与儿童对奖励和惩罚两种

干预行为本身的认知差异, 以及儿童自身的生活经

验和教育环境有关。在年幼儿童看来 , 相较惩罚 , 

奖励可能更具有亲社会性。已有研究表明 5 岁儿童

更喜欢帮助他人的人而非惩罚者, 并且认为惩罚者

的形象更加负面(Lee & Warneken, 2020; Liu et al., 

2021)。同时, 在儿童所处的家庭和教育环境中, 作

为不同的强化和反馈形式, 奖励相比惩罚在低龄阶

段更容易出现、在家庭和幼儿园的教育环境中更被

倡导。因此, 年幼儿童可能形成了“奖励是更加提倡

的亲社会行为”的认知, 从而表现出奖励合作者的

倾向。而随着年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丰富, 儿童会

更加重视惩罚在社会中的必要性, 认为惩罚具有重

要的社会功能(Dunlea & Heiphetz, 2020, 2021)。在

日常的社会生活中, 儿童也会逐渐习得“惩罚是主

持正义、维护社会规范的有效规范” (Delton et al., 

2012)。特别是当开始进入小学接受正规的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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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时, 儿童逐渐意识到惩罚在维护班级和学校规范

中所发挥的重要社会功能, 从而开始更多地通过惩

罚行为来维护社会规范(House et al., 2020b)。 

尽管在不同情境中儿童表现出一致的干预偏

好发展趋势, 但是不同情境中儿童从奖励合作者到

惩罚“搭便车者”的年龄转折点存在差异, 即不贡献

劳动情境中儿童干预偏好转折点(6 岁左右)早于不

贡献物质情境(8 岁左右)。这说明, 在不同类型的群

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 儿童的规范认知和道德判

断存在发展差异, 与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中有

关 儿 童 思 维 特 点 的 发 展 阶 段 性 也 有 一 定 关 系

(Piaget, 1952)。不贡献劳动情境是儿童日常生活中

经常经历的合作活动, 6 岁儿童的认知发展正处于

前运算阶段, “没有打扫卫生而玩球”的直观性使其

更容易察觉到“搭便车”行为的不合规性和消极性, 

因此能够较早地通过惩罚“搭便车者”来维护群体

合作秩序。相比之下, 不贡献物质情境本身涉及较

为复杂的心理机制 , 不仅涉及物品本身的价值判

断 , 还涉及数量换算等较为抽象的内容 , 可能只

有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及以上的 8 岁儿童才能理解

“不拿出自己的物品”这一行为的消极性和对群体

利益的影响。 

总而言之, 以上这些结果拓展了以往在群体合

作规范违反情境中关于儿童第三方干预发展的研

究, 进一步说明儿童早期在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

中能够识别出合作者和“搭便车者”, 并表现出从奖

励作者到惩罚“搭便车者”的干预偏好的转变模式, 

且转折年龄存在跨情境的不同。这些发现可以为教

育工作者可精准把握儿童规范执行的行为模式, 为

学校设计科学的行为监督机制与正向激励策略提

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从而促进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培

养与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 

4.3  儿童奖励和惩罚背后的内在动机表现具有

特异性 

实验 2 特别探讨了儿童不同干预偏好背后的内

在动机表现, 结果发现, 不同年龄的儿童均同时出

于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来奖励合作者; 但在“搭便

车者”进行惩罚时, 则表现为 6 岁之前道义动机和

结果动机并存, 6 岁之后随年龄增长, 逐渐偏向以

结果动机为主。这一结果不仅为儿童第三方惩罚动

机的威慑性假说提供了有力支撑, 表明惩罚是一种

旨在预防未来不当行为、具有前瞻性的干预(Fehr & 

Fischbacher, 2004); 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在群体合作

规范违反情境中, 儿童不同干预偏好背后内在动机

表现具有特异性的特点 , 这种特异性深刻反映了

儿童对合作和“搭便车”两种行为截然不同的内在

认知。 

儿童奖励合作者背后的内在动机表现为道义

动机和结果动机同时存在, 可能是因为在儿童的认

知体系中, 相较于“搭便车”行为, 合作行为属于亲

社会行为的范畴(Carlo et al., 2007), 这种行为既值

得赞扬, 又需要鼓励。因此, 一方面, 儿童认为合

作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 , 理应得到称赞和认可 , 

这体现了道义动机。过往已有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比如 Plötner 等人(2015)发现儿童对合作者存在积

极的社会性偏好。Misch 等人(2021)研究还指出, 合

作能够显著增强儿童对合作者的好感度。另一方面, 

以往研究发现, 奖励能够显著促进儿童的合作, 并

且奖励水平越高, 儿童越愿意进行合作(Ikeda et al., 

2018)。因此, 出于对群体合作长远发展的考虑, 儿

童期望通过奖励促使合作行为在未来的群体合作

中继续出现, 以保障群体合作的稳定性, 这便是结

果动机在发挥作用。 

儿童惩罚“搭便车者”的动机在 6 岁之前表现为

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并存, 而 6 岁之后, 随年龄增

长, 逐渐以结果动机为主。在 6 岁前后发生这种转

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儿童关于惩罚的认知发生了

改变, 6 岁以后儿童可能不再认为惩罚是一种伤害

性行为, 而认为惩罚是维护社会规范, 促进积极道

德 品 质 的 有 效 手 段 (Dunlea & Heiphetz, 2020, 

2021)。比如, 6~8 岁的儿童认为“刻薄”的人在经历

严厉惩罚(监禁)和相对轻微的惩罚(暂停活动)后都

会变得“更友善” (Dunlea & Heiphetz, 2021); 相较

于惩罚无法阻止不良行为的情况, 当儿童意识到惩

罚能够有效遏制不良行为时, 他们会更倾向于实施

惩罚 (Bregant et al., 2016; Twardawski & Hilbig, 

2020; Marshall & McAuliffe, 2022)。“搭便车”行为

是危害群体合作的不良行为, 儿童期望借助惩罚这

一有效手段来阻止“搭便车”行为的再次发生, 维护

群体未来的合作秩序。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到外界刺

激和经验积累的影响, 在 6 岁之后, 儿童开始进入

小学阶段, 来自父母和教师的惩罚通常不再针对其

违 规 行 为 本 身 , 而 是 针 对 违 规 行 为 的 间 接 后 果

(Nussbaum, 2017)。此外, 儿童也开始逐渐更多地通

过书籍等各种媒介来了解惩罚 , 这些媒介中的资

料通常强调通过惩罚来改变违规行为 , 即结果动

机 , 而 非 通 过 惩 罚 伤 害 违 规 者 , 即 道 义 动 机

(Gutbi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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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理论意义与实践启示 

首先, 本研究将儿童第三方干预行为的实施情

境从规范外显的个体违规情境(如公平分配, 身体

伤害)拓展至规范内隐的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 , 

丰富了对于儿童第三方干预行为的发生情境的认

识。研究发现 4 岁起儿童就能够实施干预, 表明在

不同违规情境下, 儿童早期就已能表现出第三方干

预行为的跨情境普遍性 , 说明儿童早期已具备从

“维护个体间直接权益”延伸至“维护群体整体合作

秩序”的公平意识。其次, 本研究从第三方干预行为

的类型角度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以往研究主要关

注单一干预方式(主要是惩罚)的发展, 而本研究同

时考察了奖励与惩罚两种干预行为的发展轨迹, 填

补了该领域有关干预偏好研究的空白。结果发现, 

儿童的干预偏好呈现从奖励向惩罚过渡的发展趋

势, 且该趋势具有跨情境稳定性, 这一发现不仅揭

示了儿童第三方干预行为的发展规律, 更从实证层

面为认识儿童道德规范内化形成的阶段性特点提

供了补充证据。最后, 研究还深化了已有干预动机

的理论。通过发现 6 岁后儿童的惩罚行为主要以

威慑搭便车、预防未来违规的结果动机为主, 直接

为威慑性假说(Fehr & Fischbacher, 2004)提供了实

证支撑, 强化了该假说在儿童阶段的适用性; 此外, 

针对以往研究多聚焦惩罚动机、忽视奖励/补偿性干

预行为内在动机的局限(Arini et al., 2021), 研究首

次从机制层面揭示儿童奖励合作者的行为同时受

道义动机(认为合作行为应得到认可)与结果动机

(旨在促进未来合作)的双重驱动, 这一发现完善了

恢复性干预行为动机的理论框架, 为该领域的后续

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本研究结果对儿童合作规范的培养和维护教

育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示。首先, 研究发现 4 岁儿

童已具备对违反合作规范行为的道德判断与干预

意愿, 提示学前教育阶段就应重视合作素养的培养, 

通过规则意识教育和情境化的活动培养合作意识

和行为, 并引导儿童合理应对他人的不合作行为。

其次, 儿童干预偏好随年龄增长由奖励合作者逐渐

转向惩罚“搭便车者”, 这一发现提示教育工作者和

家长应尊重儿童逐渐发展的规范认知能力与干预

决策自主性 , 采取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干预策略: 

学前及小学低年级阶段, 侧重于正向激励, 通过对

合作行为的表扬激励 , 塑造积极显性的群体规范 , 

培养儿童的合作素养; 小学中高年级则可逐步引入

以行为矫正为目标的惩罚机制, 强调其教育性而非

报复性 , 从而有效抑制不合作行为的出现。最后 , 

儿童早期即表现出维护合作规范的倾向, 表明群体

规范的维系不仅依赖成人的管教, 还可充分利用同

伴互动的作用, 因此, 在教育活动中, 可以通过设

计合理的同伴互评机制激发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自

发维护群体规范的内在动机。 

4.5  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 被试选择方面, 本研究所招募的被试主

要来自强调和重视合作的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 

在强调竞争的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探讨这一问题

可 能 会 获 得 不 一 样 的 发 展 结 果 (Marshall et al., 

2021),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在跨文化情境下儿

童第三方干预行为的发生和发展, 为这一领域的研

究提供多样性的视角。 

其次, 动机测查方面, 道义动机和结果动机是

基于正义哲学论, 从惩罚本身和后果两个维度划分

的两类动机(Marshall et al., 2021; Twardawski & 

Hilbig, 2020)。本研究通过认同性评价和迫选两种

方式进行测查, 发现在认同性评价方面, 随年龄增

长, 儿童对道义和结果两种主要动机的认同性评分

均逐渐降低。这表明除以上两种动机外, 在个体发

展过程中可能还有其他动机在驱动儿童实施第三

方干预。比如, 有研究者从干预所影响的对象的不

同 , 将 “ 结 果 动 机 ” 进 一 步 细 化 为 一 般 性 预 防

(general prevention) 和 特 殊 性 预 防 (special 

prevention)两类动机(Twardawski & Hilbig, 2024), 

其中一般性预防是指通过干预除了能够对违规者

产生影响外还可能影响观察者, 特殊性预防是指干

预只针对违规者本人。此外, 也有研究者从影响干

预的内外在机制的角度关注声誉动机、情感动机等

(Yang et al., 2015; Ozono & Watabe, 2012)。未来研

究可进一步细化探讨结果动机背后的亚型及作用

机制, 也可以从影响惩罚的内外在机制两个角度探

讨声誉动机、情感动机等其他动机类型在驱使个体

实施不同干预行为中的作用。 

最后 , 研究范式方面 , 本研究采用的是情境

故事和假想的奖励/惩罚决策任务 , 尽管这在发展

心理学研究中是常见且可行的方法 , 但是在真实

的同伴互动中 , 儿童执行惩罚或奖励可能还会考

虑同伴关系(内、外群体等)、惩罚成本(比如牺牲

自己的资源去惩罚他人)等因素(Prétôt et al., 2024; 

Yudkin et al., 2020)。因此, 在真实情境中儿童的干

预行为表现可能有所不同。未来研究可在真实的同

伴互动情境下考察儿童第三方干预的表现, 并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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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考察同伴关系、惩罚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此外, 

如果设计多轮次、连续性的合作互动, 则可以观察

儿童在维系合作的动态过程中的行为变化及背后

的机制, 使研究结果更贴合儿童在真实社会环境中

的行为模式。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在群体合作规范违反情境中, 儿童普遍对

“搭便车”行为表现出消极的道德评价与愤怒情绪。 

(2) 儿童作为第三方普遍会对“搭便车”行为实

施干预。随年龄增长, 儿童干预偏好从奖励合作者

转向惩罚“搭便车者”。并且, 儿童在不贡献劳动情

境中的干预偏好转折的年龄(6 岁左右)早于不贡献

物质情境(8 岁左右)。 

(3) 儿童不同干预偏好背后的内在动机具有特

异性。儿童奖励合作者的内在动机表现为道义动机

和结果动机并存; 惩罚“搭便车者”的内在动机则随

年龄增长, 在 6 岁以后逐渐表现为结果动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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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motivations of children’s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preference in group cooperation norm vi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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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large-scale human group cooperation. Previous 

studies on children’s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mainly focused on explicit norm violations, such as unfair 

distribution or damage to others’ belongings. Different from explicit violations, free-riding in group cooperation, 

where an individual benefits from others' contributions without incurring the corresponding costs) involves 

implicit norms and lacks clearly identifiable victims. Recognizing and addressing free riders in group 

cooperation from a third-party perspective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ldren’s social norms acquis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behavior.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 and motivations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preference among children aged 4 to 11 years old in scenarios involving group cooperation norms 

violations. 

    In Study 1, 141 children (70 boys, Age range: 4.06~11.96 years, Mage = 8.02, SD = 2.30) heard a 

cooperation story in which one group member shirked effort by playing football instead of helping clean the 

classroom but still shared in the reward. Children’s moral evaluation, anger toward free-riding behavior, and 

their intervention preferences were measured in sequence. In Study 2, 125 children (63 boys, Age range: 

4.34~11.68 years, Mage = 8.01, SD = 2.31) completed a similar task involving materials contribution to a 

collective resource. To test cross-situational stability and rule out majority-influence effects, the group 

composition was adjusted to two cooperators and two free riders. In this story, a four-member group jointly 

dropped gold coins into a magic jar to get more gold coins. Among them, two members of the group each 

dropped one gold coin into the magic jar, while the other two members did not. In the end, the two coins that 

were dropped into the magic jar turned into four gold coins, and then each member of the group received one 

gold coin. Similarly to Study 1, children’s moral evaluation, anger feeling on free-riding behavior, intervention 

preferences and motivations were measured. 

    Across both studies, children consistently evaluated free-riding negatively and reported anger toward it. As 

third-parties, children preferred intervention in free-riding behavior over non-intervention across all ages. With 

age, children’s preferences for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showed a cross-situational stable developmental trend,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rewarding cooperators to punishing free riders. Importantly, the shift occurred earlier in 

effort-based scenarios (ages 5.51~5.67) than in material-based scenarios (ages 8.21~8.22). In terms of the 

motivations of intervention preferences, Study 2 found that the internal motivations for children to reward 

cooperators reflect both deontological motivation and consequentialist motivation. In contrast, the motivation to 

punish free-riders changes with age, gradually shifting toward the consequentialist motivation after age six. 

Thes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s driving children’s intervention preferences are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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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and age-dependent.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even young children can morally evaluate norm violations in group 

cooperation and engage in third-party interventions. Their intervention preferences develop in a stable, 

cross-situational manner,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rewarding prosocial behavior to punishing norm violators. 

However, the motivations underlying reward and punishment are distinct and age-dependent. This research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ooperative behavior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group cooperation norm. 

Keywords  group cooperation, norm violation,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internal motivation 


